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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小说文体研究 （增订本）》
是郭宝亮近20年来对王蒙小说进行持
续跟踪并深入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
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视野出发，对王蒙
小说的文体风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
究，为我们理解王蒙小说的独特性提
供了新视角。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理论构想和
研究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由童庆炳
等文艺理论家提出，为当时的中国文
艺理论和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
路径。郭宝亮的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

（增订本）》正是该理论在学术实践上
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与传统修辞学
和西方文体学不同，郭宝亮的“王蒙
小说文体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
学研究，他坚持“从文本中来，到文
化中去”的研究思路，打破内容与形
式二分的旧有批评范式，既避免了将
文体研究局限于艺术形式层面的弊
端，又弥补了文化研究忽视文本形式
内涵的缺憾，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
为当代文学研究建立起“文本—文体
—文化”三位一体的批评新范式。

在这种综合性研究意识的指引
下，郭宝亮对王蒙小说文体做出了许
多独到的、具有开创性的分析。他首
先从语言体式切入，从共时性角度归
纳出“反思疑问式”“反讽式”“并置
式”等王蒙小说语言类型，又从历时
性角度系统分析了王蒙叙事话语从封
闭到开放的演变过程，并颇具创见性
地提出了王蒙“亚对话体”小说的新
概念。此外，在论及王蒙小说的叙述
个性时，郭宝亮概括出其小说叙述语
式所具有的“后讲述”特征，并从

“多重视角”“不定视角”以及“空间
时间化”的叙述个性中窥探到王蒙开
放、包容的思想世界。基于对以上语
言体式和叙述个性的分析，郭宝亮将
王蒙小说的文本体式归纳为“自由联
想体”“讽喻性语言体”“拟辞赋体”，
并对这三种体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追
根溯源的考察，凸显出王蒙小说文体
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的特征。难能可
贵的是，郭宝亮的研究并未止步于
此，而是进一步对小说的文体语境进
行了深入探究，从而揭示了作家王蒙
的深层创作心理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
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 （增
订本）》 前半部分是对王蒙小说文体
研究的系统归纳和总结，那么后半部
分则是对王蒙近年文学创作的散点透
视和美学聚焦。在 《浅谈王蒙近年来
小说创作的新探索》 一文中，作者以
编年方式对王蒙2015年以来的小说创
作进行了解读和评述，揭示出其在文
学创作上的新追求、新探索。《灿烂诗
心与如火激情——读王蒙长篇小说

〈猴儿与少年〉》一文专注于对作家深
层创作心理的开掘，呈现王蒙近年来
对历史、现实乃至未来的省思。郭宝
亮还将研究视角拓展到王蒙对美学和

思想史的贡献上，《王蒙文艺美学思想
散论》 一文立足于王蒙的整体创作，
对其文艺美学思想中“杂多统一”“广
泛真实”“混沌多元”的语言观进行了
深入剖析。王蒙的立体复合式思维方
式以及他有关多元整合、交往对话的
思想观念，对于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
化传统，反思当前思想状况，促进社
会和谐具有启发意义。

郭宝亮将王蒙小说视为“杂体
（立体） 小说”，其文体上“杂于一”
体现出作家思想上的开放性、包容
性、整合性和超越性。这一特征某种
程度上也是郭宝亮文学批评实践的题
中之意。试想，倘若没有开放的批评
视野、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敏锐的艺术
触角，又何以能对王蒙这样一位文学
大家做出如此全面、深刻的研究？正
因如此，郭宝亮的这本书也得到王蒙
本人“知我者，宝亮也”的评价。作
家与批评家的精神契合，再次证明了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生共荣的关系。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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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师 江 在 新 作 《丝 路 古 船》
里，变成了一个老派匠人，老老实
实地讲了一个好故事。作者将地方
性知识与类型小说叙事技巧相结
合，从福建渔民的打鱼技巧、当地
习俗到方言土语，都有涉及。粗看
流畅、精彩，像是一部扣人心弦的
夺宝电影，细看会发现作者在结构
上下了不少功夫。这部小说人物纷
繁、故事复杂，但总体来说有两条
线索：一是以文物贩子练丹青、海
盗池木乡为代表的“盗窃线”，他们
的目标是盗捞元代沉船里的珍贵青
花瓷；二是以边防警察钟细兵、女
警郑天天为代表的“追查线”，他们
的工作是保护珍贵文物。把这两条
线索明确下来，小说的基本骨架也
就搭起来了。随后就是融入支线，
丰富叙事。闽人陈秋生的际遇、遭
遇海难的船仔父子、船仔与郑天天
的微妙关系等，让一个简单的夺宝
故事交织在历史和今天的复调中。

《丝路古船》以海上丝绸之路为
背景，作者试图为这片独特的海洋

空间融入世俗的烟火气息，还原与
海为伴的人们顽强生活的故事。李
师江在创作谈中写道：“（想要）塑造
一个海岛上自由而固执的灵魂……
那些漂在海上的，湿漉漉的灵魂，
生于海岛又为海岛所困的，正是我
想塑造的。”

小说中最值得琢磨的是船仔、
郑天天、练丹青这三个人物。船仔
4 岁丧母，流落水上人家，他水性
极好，向往自由，熟知海上世界的
一切，却不习惯世俗社会的法则。
与外界打交道，他感到本能的畏
惧。相比之下，女警郑天天信奉法
律和秩序，她的身份要求她恪守理
性，但这个坚韧、聪慧的人物背后
却埋藏着心理创伤。来自父亲和恋
人的伤害，令她更加小心翼翼地处
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船仔
向往的是自由，郑天天向往的其实
是安全，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秩
序。这种性格上的根本差异注定了
他们相处的结果。船仔是秩序和理
性无法驯服的江湖之子，也代表着
闽南本地人与海洋安宁共生的一种
可能。作者对他的描写也在暗示他
既是一个小说角色，又是闽东大地
某种地域精神的化身。船仔大部分
时间漂在海上，过着孤寂的生活，
他曾一度与陆地上的众人接触，却

被谎言所伤。他在寄给郑天天的最
后一封信中写道：“岛屿与海洋，那是
我的另一个父亲，我不会离开了。”

小说中最动人也最真挚的一
笔，是船仔与郑天天在草屿岛上的
相遇。当他们真正感知彼此，秩序
的坚固围墙出现松动，善与恶、黑
与白的界限也不再分明，人物的情
感穿透宏大叙事，微妙而暧昧，直
抵柔软的人心。当满天星河点缀大
海，渔民思念着家的味道，恋人也
在暗自领受惊心动魄之感。在那一
刻，他们内心的冰河渐渐融化，对
于温暖的渴望，打破了戒备的心理
防线。他们走向彼此，实则也是通过
彼此了解自己。本质上，这是一段自
我疗愈、自我接受的旅程，它的重点
不是恋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而是一
个人经历种种考验后，更加了解自
己属于怎样的生活。于是，“皮肤里藏
着阳光和海风”的船仔选择了大海，
而郑天天在完成任务后，也继续在
世俗生活中守护自己内心的秩序。

相比之下，铤而走险偷盗古物
的练丹青代表了海洋文化的另一重
特性，那就是冒险、逐利、实用主
义。如果不急着用善恶标准去评判
他的行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海洋
文化向外拓展的本质决定了人物对
冒险的渴求。海洋文化对旧秩序和

旧道德带来了冲击，同时又酝酿着
新的机遇、新的创造力，比如地理
大发现、全球贸易进程的开启等都
与海洋文化密不可分。因此，练丹
青可以视作海洋文化的另一重象
征，与船仔进行对照，就会明白作
者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人物。

近年来，南方边地写作日益受
到关注，评论界有学者将其命名为

“新南方写作”。诸如陈春成的瑰丽
想象和对闽东山地的描绘，林棹对
一只19世纪南方青蛙生命之旅的畅
想，路魆的岭南志怪与变形记，索
耳笔下焦灼的还乡叙事与岭南社会
风貌，林森笔下的海南岛屿写作
等，都展现出新一代南方写作的差
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师江的
写作立足南洋，以古代丝绸之路作
为历史资源，串联起边地渔民、商
贾、小市民的生活，在历史与现实
的互动中书写“海上丝路文学”，让
新南方写作更具多样性。

从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 《黄金
海岸》，到这一部相对轻盈的《丝路
古船》，都彰显出李师江明确的写作
自觉，那就是打捞起东南沿海地区
被遗忘和被边缘化的世俗生活，让
海洋写作不再局限于纯文学的范畴，
通过悬疑、夺宝、推理等写作技巧，在
严肃写作和通俗笔法间找寻平衡。

《尘土之上》 是三锋诗作的结晶，
分为“去哀牢山”“凭栏湘江”“多年
以后”三辑。2020年至2022年，诗人
到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戛洒镇担任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与
哀牢山下的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
也目睹了当地的山乡巨变。这段经历
激发了诗人对土地、生存与命运的思
考，写出的作品自然也渗透着个体生
命的真实感触。这种建立在诗人创作本
能和自发情感基础上的诗意表达，贯穿
世间俗常与文学情怀，凸显了诗人为时
代存证的精神追求。

诗集第一辑“去哀牢山”，是与乡
村日常有关的诗歌。两年的下乡扶贫
经历，让这部分作品带有时代主题的
印记。整辑诗作语言澄澈、意境清
朗、节奏紧凑，囊括了层次丰富的乡
村感受，使诗意的落点明白有序。开
篇 《去哀牢山》 写道：“不要开荒种
菜，山上有蕨，有蘑菇/还有野芭蕉，
毛竹笋……白天跟着太阳走/夜晚跟着
月亮走。”这种来自山野的天然，透着
质朴、纯真、冷峻，还有不可回避的
些许蒙昧。进入此辑，可以跟随诗人
的脚步，抵达大山中的村庄，在村寨
的不同场景驻足。这些特定地域的现
实状态，以现场、物象、村民、事件
为衔接，揭示了村落的过去、现在及
未来。诗人常常选择某个个体进行书
写，但所选人物同时又是群体的代
表。“如果你在路边，见到/一个六十
岁的老汉/说梦话，娶儿媳妇/那是我
的联系户/帮我把他叫醒，给我发微
信。”（《访建档立卡户不遇》） 诗歌
是生活现场的记录，这类作品凸显了
扶贫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以
跳跃的节奏完成了乡村人物关系的诗
意重构。“春风走漏我带来的好消息/
惠农立项，已获相关批复/还不能喝

酒，不是欢欣的时候/待花开果熟，一
个外乡人的心才能落地。”（《在平田
村》） 这首诗剖析扶贫干部的心理，
外乡人与村民拥有同样的期许，“花开
果熟”自然不再遥远。本辑中的作品
体现了诗人将日常现实转化为诗歌现
实的功力。

《尘土之上》 的“凭栏湘江”及
“多年以后”两辑，是诗人对生存场
域、处世哲学、行走经历和人生记忆
的探寻，突破了岁月、经历及自身情
感的局限，通达更高层次的生命意
识。“满山都是深情的呼唤/喊不来一
个回头客。”（《祭扫》）“百年之后，
化骨成灰/将他与脚下的黏土搅拌在一
起……他生性摇摆，必须用一次烈火固
身。”（《窑变》）三锋对身边的土地、村
庄、民众、万物，饱含慈悲、良善，在诗歌
中巧妙地寄寓了人生体验与生命感怀。

当然，《尘土之上》的“小我”之
作体量略大，致使整本诗集的思想深
度发掘有限，但人的精神成长与生活
阅历是成正比，相信他对世事和世态
的诘问与探究，也会随着时间变化更
为成熟、透彻。

一个人与生养地的感情，于我
而言，经历了一个复杂难辨的过
程。从20岁的决然出走，30岁的无
可安放，到40岁的回望流连和50岁
的凝视与发现，其间变化皆因割舍
不断的情缘。面对故乡，我时常面
临种种认知的困难，有时又被一种
负气的情绪打断，担心自己的讲述
会冒犯什么人。起初，我以为这 30
年不断变化的心境缘于渐长的年
岁，源自一个人涉世经历的积累，
即所谓的成熟。后来细加思忖，才
确认那最深处的因由——是自己对
这片土地的忧思与期冀。是的，从
离开它的第一天，我就在心底不停
地问：它可以变得更好吗？谁可以
使它变得更好？

我出生的农场位于塔里木盆地
东北角，人口最多时达 7000 余人，
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后，于
新世纪到来之际隐入历史。我对它
的追忆再也不是自我的、碎片的、
怀旧的、浮光掠影式的，除了它对
我生命的造就，它本身的命运与拥
有，它肌体上的时代印痕，它迎
接、养育和送走的人们，它的梦境
与忧伤……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
卷，在我眼前呈现。

我从未如此全情投入 《阿娜河
畔》的创作中。“阿娜河”是塔里木
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里是

“母亲”的意思。我成长的农场有一
条人工干渠，渠水引自塔里木河，
为各个居民点、各处耕地、林场、
畜牧点带去宝贵的饮用水。阿娜河
是这片土地的母亲河，我的小说写
的就是这条河养育的这群人，他们
的悲欢与命运。

这次写作，我面临的最大困难
是如何书写这些故乡的建设者。既
要书写，便需了解和理解。了解相
对不那么劳神，各种文献资料摆在
面前，时间、事件、人物、原因、
结局……梳理齐备即能完成。困难
的是如何抵达他们心灵和精神的世

界。即便熟悉如身边亲人，人们也
未敢断言自己能够看得整全，更何
况一群志向与意志有异于普通人的
边地拓荒者。其中，最令我生畏的
人物形象是主人公明中启。他被理
想主义光芒照耀，又必须朴素平
常，必须有烟火气、有温度、有缺
点、有欲望，他要低到尘埃里，又
要作为金子发光。这似乎仍然不
够，因为，如若没有对命运本身的
思考与察觉，对他坚守与留守的描
写，就还只停留在世俗层面，而未
上升至生命本质。

创作中，我试着理解明中启内
心的两难。首先是作为一名农场教
育工作者的为难。明中启留在农场
培养学生，但他不能再像父亲明双
全那样理直气壮地劝导农场子弟

“报效”农场，因为他明白，时代的

变化已让当下的孩子有了更多选
择。他要考虑孩子的个人发展，也
要考虑家长望子成龙的期待，更要
考虑让孩子们留下来的理由。“农场
何以承载孩子们的未来？”在这道未
解之题面前，明中启犹豫了，他明
白，一个人要往何处去本是个人的
选择，他是决然不应干预的。另一
个是，作为一位试图窥破命运企图
的独行者的为难。他留在农场是个
人的选择，他对这片土地的情谊也
独属于他个人，是他生命单方面的
发力，好似他对楼文君的情感——
一只射向茫茫沙海的箭矢，满弓射
出，空空落下，最终回应他的，只
是寂寥时空中的一缕风声。或许，
从老师尤汪洋的莫名消失起，他便
隐隐窥到所有人皆会隐入历史的终
极命运，他的留下自有其不愿讲出
的理由。他是真正懂得孤独的人，

因为他并不需要他人的理解。可以
说，写作 《阿娜河畔》 中的每一个
人物，都经历过这样并不轻松的理
解之旅。

其次的困难在于语言。我在变
化，故乡在变化，这片决定了我从
哪儿来的土地，始终在不动声色地
更新我对她的情感与认知，而每一
次更新又在更改着我的书写方式和
语言表情。我先前的故乡书写，多
取自我对故乡的记忆，从修辞、节
奏到语调，叙述者有着更为主观、
强烈的语言表达。到了 《阿娜河
畔》，“我对故乡的记忆”必须转变
为“一群人和一片土地的关系”，基
于书写对象的改换，小说需要在新
的情感维度上，寻找新的叙事基
调，展开新的认知和想象。因此，
讲述故事的口吻和语调也随之改变。

遥远又寂寥的边疆屯垦史，一
群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人们，用何种
语调的讲述才能与他们的遭遇和命
运匹配？寻找语言的过程，如同开
启保险箱，耳戴听筒等候密码锁跳
出那道清脆的咔嗒声。我需要相信
自己，有找到它的耐心与敏感，不
见得非要有多少次的推倒重来。我
记得自己在等待，等待那句主导全
书的话，终于在某一天的黄昏，从
一段深沉清澈的大提琴旋律中来到
我的指端。必须降低音高，必须减
缓节奏，必须是一种舒缓、朴素、
深情的语调，才能与那个遥远又寂
寥的时空相匹配，才能盛放那样一
群坚韧又明净的人的遭遇与命运，
才能让他们自带光亮的心灵支撑起
自己的人生。

这一次，一种新的语言将我紧
紧包裹在一个陌生新鲜的文学时空

中。写作 《阿娜河畔》 过程中，我
的身心完全融入其中，完全附和着
它的节奏在说话、在感知、在哭、
在笑、在思考，这是一种崭新的创
作体验，因为我从未如此贴近过自
己小说中的人物。等到小说完成，
我又欣慰地发现，这种新的语言已
经溢出文本来到我的生活中，已经
不知不觉重塑了我与故乡、与他
人、与世界的关系。

书写者在生长，故乡在生长，
文学中的故乡也在生长。三重生长
相互呈现，相互改动，相互充实。
左右和增损彼此面貌的，始终是我
与故乡的关系。正如文章开头提到
的，我与故乡的情感，经历了一个
复杂难辨的过程，即便今日写出这
本《阿娜河畔》，我仍然觉得还有更
多没有被写出的部分，还有更深邃

精微的内容等待我去挖掘与呈现。
或者说，我对这片土地的呈现，必
须紧紧缚于我对她的“有情”之
上，否则，她是不会向我展现她更
广大的内在的。

◎创作谈

在文学中与故乡一同成长
阿 舍

畅想海丝路上传奇故事
——读李师江长篇小说《丝路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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